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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革命外交思想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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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毛泽东主导下的新中国外交 ,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的革命性。革命总是有其强大的惯性。新

中国既然诞生于毛泽东领导的阶级革命之中 ,这一阶级革命的动力、观念、经验自然也就会进一步影响到

新中国的内政与外交。阶级斗争及其统战经验对新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新中国内政对它的外交的

影响 ,以及传统的革命理念、革命经验与现代外交之间 ,不可避免地发生种种扞格与冲突。它旨在说明了

毛时代的外交为什么会一直保持着很强的革命色彩 ,而且会越来越激进 ,以至于发展到“文革”初期那种四

面树敌的严重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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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Mao Tse2tung , New China’s biggest diplomatic characteristic is it’s revolutionism.

Revolution has always had it s st rong inertia. Since New China was born in the class revolution ,this class revolution’s

power ,ideas and experience also will further affect the New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and external affairs. This paper fo2
cuses on the experience of class st ruggle and the united front ,as well as how they impact the formulation of New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s internal affairs impact New China’s diplomacy. The traditional revolutionary ideas , revolu2
tionary experience and conflict s with the modern foreign2policy issues are also discussed here. It is designed to show

why the diplomacy maintained a st rong revolutionary color ,and became increasingly aggressive so as to be developed to

the extreme level of being surrounded by enemies in the early Cultural Revolution.

一 　引 　　言

研究新中国外交史 ,可以发现两条明显的线

索。一条是民族主义外交的线索 ,一条是以阶级

斗争思维为特质的革命外交的线索。前一条线

索在今天已经被讲得很多 ,甚至也肯定得很多

了 ,而后一条线索的讨论却很少。尤其是 ,从反

思的角度来研究新中国外交史的著作论文还极

少见到①。结果 ,当今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著

作 ,几乎都承认 ,在改革开放前 ,即新中国发展的

历史过程中 ,中国曾经走过许多弯路 ,经历了不

少挫折 ,有许多值得探讨和反思的地方。但是 ,

涉及到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 ,包括那些专门写中

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著作 ,对这段历史或全盘

肯定 ,或仅着眼于那些给中国带来利益的外交行

动与实践②。即使个别有所评论的文章 ,也要么

断言改革开放前后完全是继承关系 ,并无二致 ,

怎么变都有道理③ ;要么高调肯定过去革命的作

　　①　如果说还有个别著作对此有所讨论的话 ,那也是国外

的学者 ,比如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49～1965)》(王建朗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一书就在第六、第十一两章中描述了新中国

外交早先所经历的曲折情况 ,并有所讨论。见该书第

276～309 ,523～592 页。

②　最为典型的是曲星著《中国外交 50 年》(江苏人民出版

社 2000 年版)的结语 ,见该书第 605～610 页。其他如

裴坚章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1949～1956)》,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 ;王泰平主编 :《中华人民共

和国外交史 (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

版 ;王泰平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 1970 ～

1978)》,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年版 ,等 ,虽只叙述而无

讨论总结 ,但叙述的思路也大体相似。

③　有研究者甚至断言 :当年中国的革命外交政策 ,包括

“用声援或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发达国家内部人民革

命的方式 ,甚至用出兵、军援等军事斗争方式”去推动

世界革命 ,通过外交人员去宣传鼓动所驻国家人民起

来“革命”和直接参与所驻国的“革命斗争”,同样也是

有利于和平目的一种外交手段。理由是那个时代与今

天不同 ,当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就

应该那样做。见罗燕明 :《正确评价和总结新中国外交

史》,当代中国研究所网 , http :/ / www. iccs. cn/ detail_

cg. aspx ? sid =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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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激烈批判现在的缓和态度 ①。即使是学者基

于学术研究的意图撰写的研究论文 ,早些年多半

也都是着眼于总结“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

想”。就是提到了时人在对外政策思想上明显对

立的政策主张 ,也仍不忘强调其“从总体上讲与

毛泽东、周恩来的国际战略思想相一致”,并说明

当时“我党对外工作”中只是出现了“某些偏差”

而已 ②。迄今为止 ,在所有中文的出版物中 ,能

够较多地触及到对外政策中一些问题的 ,主要还

是一些外交工作者的回忆录 ③,和最近几年从事

于冷战史研究和中苏关系史研究的少数学者的

一些论文。由于多数回忆录所涉及的中国对外

政策发生严重偏差的时期 ,都还是“文革”时期 ,

因此 ,那些围绕着中苏同盟的形成、朝鲜停战、炮

击金门 ,以及珍宝岛事件等具体事件中中国方面

的反应以及政策本身偏差进行讨论的论文 ,就显

得尤为重要了。④

但是 ,尽管已有一些论文讨论到新中国外交

政策与工作中的某些偏差与失误 ,这样的文章也

还太少 ,所触及到的问题也还十分有限。不仅如

此 ,因这些讨论还只是停留在具体事件和具体问

题上 ,鲜有对导致新中国对外政策长期或摇摆不

定 ,或片面激进的外交思想的深入剖析与探讨 ,

因而它对全面了解这些表现在具体事件上的失

误与偏差的由来及其政策背景 ,也难有太大的帮

助。

显而易见 ,要了解新中国外交工作的种种问

题 ,就不能不对新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外交思想有

所剖析和把握。而在 1976 年前的很长一段时间

里 ,新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外交思想 ,或曰对外政

策思想 ,无疑就是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主张。明瞭

了这一点 ,我们也就不能不注意到那种力图割裂

内政与外交的叙事逻辑和研究思路 ,存在着太过

明显的矛盾。外交从来都是内政的一种延续。

我们如何能够设想 ,当毛泽东在国内高度紧张地

为应付内外部敌人威胁与颠覆的危险 ,不惜一个

接一个地发动政治运动来清除潜在对手的情况

下 ,他又如何能够理性客观地看待外部世界和灵

活自如地运用外交谋略 ,并一路凯歌高奏呢 ?

研究新中国对外关系问题时无论如何都不

能回避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与实践的问题。作为

一个不断 (或曰继续)革命论者 ,毛泽东终其一生

都在致力于巩固其革命的成果 ,和试图依照阶级

革命的路径创造新社会。在国内政治上是如此 ,

其对国际政治的认识也不例外。当今在新中国

外交史解读上所存在的偏向 ,很大程度上恐怕正

是这种割裂的历史观造成的。讲新中国的外交

史 ,当然要注意到其民族主义外交 ,即基于复杂

民族情感的对外政策所引导的一种发展轨迹 ,但

是 ,简单地把毛泽东视为一个民族主义者 ,无视

他同样在运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思维看待

中国外部世界的事实 ,和他主导的革命外交的思

维模式给中国对外关系所带来的种种影响 ,注定

是会曲解历史和误导读者的。这里受篇幅所限

虽不能全面讨论新中国的革命外交思想与实践 ,

但可稍做梳理和讨论。

二 　中共外交的历史由来

研究新中国的外交 ,不能忽略中共自身话语

习惯及其观念变动的历史。比如“外交”这个词 ,

在 1931 年以前 ,中共几乎从不使用。这不是因

为中共还没有成为执政党 ,因而还不具备开展外

交活动的条件 ;而是因为在中共当时的观念看

来 ,在国与国之间 ,只有弱肉强食和压迫与被压

迫的关系 ,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外交是不存在的。

因此 ,中共涉及对外政策问题的观念中 ,当时只

有“反帝”的概念 ,而无外交的概念。这也正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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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有不少网友撰文直言当今外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以来“最屈辱的外交”、“投降外交”、“卖国外交”,毛泽

东时代敢斗敢拼的革命外交才是“最有力量最有前途

的外交 ,也是最有骨气的外交”。参见马门列夫 :《和平

共处的革命外交与“和平外交”》,乌有之乡网 , http :/ /

www. wyzxsx. com/ Article/ Class22/ 200804/ 37884.

ht ml ;《韬光养晦的外交就是在主子面前撒娇》,马克思

主义评论网 ,http :/ / www. reviewing. cn/ article/ 2009/

0606/ article_4482. ht ml。

国际战略基金会编 :《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

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183 页。

例如马继森的《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

社 2003 年版)和杨公素的《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

使的回忆》(海南出版社 1999 年版) ,等。

如沈志华 :《1950 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

解决》;《关于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几个争议问题》;《1958

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 ?》;《苏联对大跃进和

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见沈志华、李丹慧 :《战后

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

献》,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杨奎松 :《中苏国家利益与

民族情感的最初碰撞———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

订为背景》,《历史研究》2001 年第 6 期 ;《毛泽东与两

次台海危机》,《史学月刊》2002 年第 11～12 期 ;牛军 :

《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见牛大勇、沈志华主

编 :《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557～594 页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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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早期历史上以“反帝”为名目的各种指示文章、

团体、会议和活动多不胜数的原因所在。

1930 年 ,中共开始考虑创立自己的苏维埃

中央政府 ,因而亦不能不开始考虑自己的“外交”

问题。但是 ,中共中央对外交的看法 ,依旧是从

阶级斗争观念出发 ,因而它直接把对外政策与反

帝政策等同起来。中共中央在相关的文件中明

确提出 :中国革命中之最基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

反帝 ,因此 ,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对外政策不仅“绝

不 (能) 有任何‘敦睦邦交’或‘亲善邻国’的意

义”,而且 ,就是俄国布列斯特和约的经验 ,也“不

能在中国运用”。苏维埃政府的对外政策 ,必须

以“充分暴露帝国主义罪恶”为目 ,因为任何试图

和缓帝国主义进攻的企图 ,都“必然要阻碍着坚

决的反帝国主义的战斗”。① 受此观念影响 ,

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后 ,中共虽

模仿苏联的样子 ,建立过一个“外交人民委员

会”,但它除了发表过一个“对外宣言”,宣布自己

“是世界上唯一的无产阶级的祖国 ———苏联的最

好朋友与同盟者”之外 ,没有也不屑于同任何其

他“各帝国资本主义的政府”发生外交上的联

系 ②。

中共真正开始有所称的“外交”工作 ,是在

1936 年以后。虽然从这一年开始 ,像毛泽东等

人已经开始注意到通过西方记者对外宣传自己

正面形象的策略意义 ,并努力尝试之。如毛泽东

等人在陕北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 ,以及毛

泽东与王稼祥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和人

民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谈话宣布可以

在抗日战线上和蒋介石携手作战等等 ,都可以被

视为其外交工作的开始。只是 ,在中共中央这时

的正式文件电报之中所谈及的“外交”一词 ,却与

我们这里所讲的“外交”一词的概念大相径庭。

它更多地是用来指党与非党之间 ,或党与党外势

力之间联络交涉的工作 ,尤其是用来指中共正在

展开的针对国民党各派势力的统战工作。③ 这

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抗战期间很长一段时间 ,直到

1940 年 ,中共中央才开始更多地使用另一个更

为准确的名词 ,即用“统战”一词来取代了“外交”

这一用语。

中共中央最早开始真正从我们今天所讲的

外交一词的含义来谈自己的对外政策和外交工

作问题 ,已经是 1944 年夏天之后的事情了。这

个时候美国政府派军事观察组进驻延安 ,中共中

央有了与外国政府人员密切接触的机会 ,因此 ,

开展“外交工作”,实系“国际联络工作”,成为了

一种必须。故 1944 年 8 月 16 日 ,中共南方局率

先就此一新形势提出建议 ,主张“指定专人负责

研究国际外交问题”,“建立专门负责国际宣传的

机关”,充分利用盟国政府及其各个政党和人民

中对中共的不同态度 ,展开宣传和交际工作 ,以

便于争取外援 ④。中共中央也随即发出了第一

个“外交工作的指示”,强调要把外国记者和美军

人员来到延安及敌后根据地 ,看作是“我们外交

工作的开始”,同意目前外交工作重心 ,“应放在

扩大我们影响 ,争取国际合作上面”。⑤

1945 年春 ,在中共七大上 ,毛泽东也专门讲

到要重视外交工作的意见 ⑥。战后 ,随着美国人

进一步介入到国共内战之中 ,中共更不得不全力

应付这一特殊局面 ,小心处置对美关系乃至各种

对外事务。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外交问题不能不

日渐成为中共中央的重要工作项目之一了。

三 　中共的“外交”与“统战”

但是 ,必须要指出的是 ,无论这种改变早或

迟 ,我们都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中共领导人一直有

把“统战”和“外交”两个概念混用的情况。以毛

泽东为例 ,早在 1936 年 ,他就已经在继续用“外

交”一词来指对反蒋派的统战工作的同时 ,又在

使用“统战”一词来指对英美的工作了。所谓“国

际统一战线”的概念 ,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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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问友 :《中国革命中之对帝国主义的策略问题》,《红旗》

第 5～6 期 ,1930 年 8 月 19 日 ;并见《柏山 (即李立三)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国际指示的发言》,1930 年 8

月 3 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1931 年 11

月 7 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 ,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802～803 页。

这方面的电报及会议记录很多。如《张闻天、毛泽东、

彭德怀关于来石楼讨论外交等问题致博古电》(1936

年 3 月 2 日) ;《王世英外交工作报告》(1936 年 3 月) ;

《毛泽东关于敌情判断及八路的战略部部署致朱、彭、

任等电》(1937 年 9 月 17 日)等 ,《毛泽东文集》第 2 册 ,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17 页。

《南方局同志对外交的意见及对中央的建议》(1944 年

8 月 16 日)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 :《南方局党

史资料》(三) ,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110～117 页。

《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4 年 8 月 18 日) ,

《南方局党史资料》(三) ,第 118～121 页。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上的结论》

(1945 年 5 月 31 日)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

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182～1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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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 ①。8 年之后 ,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外交工

作的指示”,通篇也仍然是在讲“国际统战”的政

策和策略问题。它明确认为 ,所谓“外交工作的

开始”,就是指“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

故我们“在国内统战中的策略原则 ,一般的也适

用于国际统战”②。

外交 ,即 Diplomacy ,在今天通常被用来指

主权国家政府之间交往或交涉的活动。而其特

点 ,就是通过圆滑、机智的灵活手法 ,来处理不同

国家利益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 ,鉴于近代以

来构成国与国之间外交关系格局的历史 ,是建立

在国与国之间长期弱肉强食、刀光剑影的惨痛历

史教训之上的 ,因此 ,基于和平的愿望 ,运用智

慧 ,在最大限度保护本国利益的基础上 ,通过妥

协互让 ,实现国与国之间互利互惠和平共处的目

的 ,无疑又是近代以来所谓外交的最本质的要

素。从这一点出发 ,说外交是一门妥协的艺术 ,

中心在以和求利 ,当不为过。

统战就不同了。“统战”一词源于中共的统

一战线政策 ,它最初的提法叫“联合战线”。之所

以要“联合”,是因为共产党人当时相信自己的力

量还不足以单打独斗地发动革命 ,必须要与在现

阶段有着共同敌人的其他社会力量合作 ,共同推

倒统治阶级 ③。但很快 ,“联合”的概念就变得不

适用了。这是因为 ,这一政策是建立在共产党人

的阶级斗争观念之上 ,并为阶级斗争的目标服务

的。正式提出“联合战线”策略的中共第二次代

表大会决议就明白规定 :“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中

国共产党占第一位。我们加入民主革命的阵线 ,

完全是以他为达到工人阶级夺得中国政权的一

步过程。”所以 ,组织“联合战线”只是为便利达成

阶段性目标的一种策略。④ 更何况 ,按照俄国从

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 ,革命最好乘热

打铁。前一个敌人被推翻之日 ,即应该马上转入

对后一个敌人的斗争之中。受此阶级斗争和不

间断革命理论经验的影响 ,也就有了日渐成为中

共革命重要法宝之一的统战政策。统战 ,依当时

的认识可以说就是又团结 ,又斗争。即所谓 :“斗

争是团结的手段 ,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

团结则团结存 ,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⑤而具

体斗争策略 ,又强调要把统战对象分成左、中、

右 ,“发展进步势力 ,争取中间势力 ,孤立顽固势

力”⑥。

由上不难看出 ,外交和统战除了形式上都强

调灵活和策略外 ,本质上实有极大的区别。从外

交的观点出发 ,世界上既没有永远的敌人 ,也没

有永远的朋友 ,一切当以是否合乎自身的实际利

益为转移。既讲外交 ,就要讲“礼之用 ,和为贵”,

要广交朋友 ,故而要重信用 ,守秩序 ,断不能以邻

为壑 ,翻云覆雨。

而那个时代的统战却是基于阶级斗争的需

要设计出来的 ,其形在和 ,意却在战。这不仅是

为了对付共同的强大敌人 ,而且是因为 ,凡可纳

入统战对象者 ,无一不是有相当影响、不可轻视

的异己力量 ,尤其是可以划入地主、资产阶级行

列者。站在共产党人的立场上 ,中共不能不相信

这些暂时的联合对象与自己“在阶级上始终是敌

人”,不能不坚持“防人之心”⑦,并出于“统”你于

我、为我所用的目的 ,不得不将这些异己力量划

出左、中、右 ,然后纵横捭阖 ,为自己的革命目标

服务。这也正是毛泽东“以斗争求团结”这一公

式之所由来。把国内统战的策略应用到国际统

战工作中来 ,其行事逻辑及结果必不同于一般之

外交理念及行为 ,可想而知。

只要从阶级斗争的立场和角度出发 ,共产党

人如何认识和处理国内政治斗争问题 ,也就注定

会如何认识和处理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问题。

早在 1922 年 ,即中共宣告成立的第二年 ,莫

斯科就成功地使中国的共产党人相信 :今天的世

界已经划分成截然对立的两部分 ,即“国际资本

帝国主义”和“国际共产党和苏维埃俄罗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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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⑦

见《毛泽东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问 :论反对日本帝

国主义》(1936 年 7 月 16 日) ,《毛泽东文集》第 1 册 ,人

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390～403 页。

《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4 年 8 月 18 日。

原话是 :“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 ,扶助民主派

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 ;因为封建武人是无产者和

民主派公共的仇敌 ,两派联合起来打倒公敌 ,才能得着

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 ,任何阶级都必须得着这几种自

由方有充分发展的机会。中共二大《关于“民主的联合

战线”的议决案》(1922 年 7 月)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1 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64 页。

中共二大 :《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

的决议案》(1922 年 7 月)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 ,第 63 页。

⑥　毛泽东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 年

3 月 11 日)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版 ,第 745、745 页。

转见《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内部军事方针的争论》,杨奎

松 :《走近真实———中国革命的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2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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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的世界革命运动和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

命运动”。人们今天或者站在以苏俄和共产国际

为中心的革命运动一边 ,与帝国主义为敌 ,或者

站在国际帝国主义一边 ,与苏俄为敌 ,二者必居

其一。① 而中国革命则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世界

之一部分 ,因此必须以推翻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

之压迫 ,并“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才有

彻底胜利的可能 ②。正是这样一种观念的形成 ,

造成了中共长期奉行“反帝”政策 ,坚持不和任何

帝国主义政府妥协的强硬立场 ③。

进入到抗战阶段 ,中共中央开始有了某种

“外交”的意识之后 ,这种观念也难有改变。在抗

日战争期间 ,毛泽东就曾多次重申过类似的观

点。战争初期 ,基于苏联当时的“集体安全”主

张 ,中共中央也曾积极赞成过联合英、法、美等民

主国家 ,共同抵抗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政策。

但战争爆发不过两年时间 ,苏联转而依据阶级斗

争理念 ,为“祸水西引”,与法西斯德国妥协并瓜

分波兰 ,促成了欧洲战争的爆发。中共中央亦转

而公开支持斯大林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的判

断 ,即认定它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狗咬狗的斗

争 ,进而公开断言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时期“已

经没有了”,世界大革命的形势正在到来。毛泽

东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看法 ,与 1925 年中共四

大的观点并无二致。他明确讲 :今天我们“要就

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 ,变成世界反革命的一部

分 ,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 ,变为世界革命

的一部分 ,二者必居其一”④。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二分法”的观点 ,即使在

抗战后期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产生了很大隔阂 ,

1944 年中共又与美国有过一段密切的外交接

触 ,到抗战将要结束之际 ,他依旧会在中共第七

次代表大会上斩钉截铁地告诉全党说 :像第一次

世界大战一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注定会进一步

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 ,使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

的和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空前强大起来。因此 ,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 ,“联共党 (还) 是全世界的模

范 ,全世界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人只能 ,也必

须准备背靠苏联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⑤

当然 ,战后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发展 ,也并

没有如毛泽东预想的那样顺利。苏联为了维护

既得利益 ,一度按照它所理解的雅尔塔协定的规

定 ,严守自己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生怕与中共的

关系会危害到自己已取得的战略利益 ,曾不愿直

接与中共发生关系。但是 ,中共中央始终不为所

动 ,坚持背靠苏联的方针 ,反而是苏联最终发现

无法与美国达成妥协 ,不得不改变态度。结果 ,

中共终于达成了背靠苏联的战略意图 ,取得了军

事上的有利发展态势 ,打败了始终得到美国支持

的国民党政权。这一成功经验 ,自然更加强化了

中共在国际政治问题上的既定立场。随着美苏

冷战爆发 ,世界政治格局出现两大阵营对立的局

面 ,美国又坚持不马上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

关系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决心采取向苏联

“一边倒”的政策 ,无可避免 ⑥。

综上可知 ,对于信奉阶级斗争理论 ,凡事坚

持非左即右、非敌即友的“二分法”的当年的共产

党人而言 ,本质上是没有今人所谓的外交观念

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时期 ,如果说他们有过某

些“外交”工作的话 ,其实也就是建立在阶级斗争

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对外的统战工作而已。正如

中共中央所说 ,外交政策 ,就是党的国际统战政

策的一部分 ,亦即是国际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

式 ⑦。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上形成的外交政策 ,

自然会带有很强的革命色彩。因为 ,它所为关注

的不是国际间的缓和与交往 ,而是绝不妥协的

“原则”和“立场”。中共中央 1944 年第一次发出

外交工作指示 ,就特别强调“立场”问题 ,要求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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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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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 1922 年 7 月)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 ,第 107 页 ;《列宁在共产

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报

告》(1920 年 7 月 26 日)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

献资料》第 1 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20

页。

中共四大 :《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1925 年 1

月)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 ,第 329～338 页。

中共三大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

(1923 年 6 月)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 ,第 147

页。

毛泽东 :《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1939 年 9

月 14 日)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廿二周年纪念》,《新

中华报》1939 年 11 月 10 日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

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第 1 期 ,1940 年 2 月。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

(1945 年 5 月 31 日) ;《愚公移山》( 1945 年 6 月 11

日)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 183～190 ,

236 页。

毛泽东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 年 6 月 30 日) ,《毛泽

东选集》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474～1475

页。

《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 1944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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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左 ,也不能右。到 1949 年再度发出关于外

交工作的指示时 ,它更是通篇都在强调“原则”和

“立场”。指示明确把一切外国划分成三类 ,第一

是与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同的苏联与新民主国

家 ;第二是对中国没有现实危害但仍属于敌对阵

营的资本主义国家 ;第三是继续与国民党站在同

样反动立场 ,直接威胁着新政权的帝国主义国

家。除苏联与新民主国家在未正式建交前可做

“非正式的外交来往”外 ,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

主义国家均要求采取“一概不予承认”和不忙于

建立外交及经贸关系的态度。① 新中国建立之

初 ,毛泽东在外交承认的问题主张“一边倒”、“另

起炉灶”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甚至多次强

调几年内不要忙于与美、英等国建立外交关系 ;

周恩来主持外交工作之初再三告诫工作人员“首

先要认清敌友”,“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懂

得又联合又斗争的斗争策略 ,等等 ②,其出发点

亦都是基于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考量 ,手段方

式亦都不离统战的思路与模式。

四 　在革命与外交间的摇摆

长期以来 ,学术界在讨论到新中国外交史的

时候 ,第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 ,是新中国建

国后有没有必要采用“一边倒”的政策。但是 ,如

上所述 ,如果我们了解到共产党人当年如何看待

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就应当能够了解到 ,用阶级

斗争的思维来思考国家关系问题 ,给新中国对外

关系带来的最初的挑战 ,其实并不是要不要“一

边倒”的问题 ,而是如何摆正革命与外交的关系

问题。这是因为 ,基于阶级斗争的理念 ,它所认

同的首先是超民族、超国家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利

益 ,其次才是民族和国家关系及其利益的问题。

中共早年的创立和走上革命的道路 ,就是得到了

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帮助 ,即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

响 ,给中国送来列宁主义及其从人才到经费等各

方面的帮助与指导。如今中共革命成功 ,它的胜

利和它所创造的独特经验 ,中共领导人也理所当

然地会按照列宁主义的国际革命学说 ,想去推而

广之。还在 1944 年延安整风运动后期 ,中共中

央诸多领导人集体表态拥护毛泽东及毛泽东思

想的统帅地位时 ,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即中国

革命的经验理当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

解放斗争具有榜样和引导的作用 ③。在这样一

种思想的支配下 ,中国革命刚一胜利 ,中共领导

人首先想到的 ,自然不可能是如何争取外交承认

和拓展国际交往问题 ,而是推广中国的革命经

验 ,发扬国际主义义务 ,帮助兄弟党和殖民地半

殖民地民族取得解放斗争胜利的问题。

1949 年春天 ,中共中央刚刚搬进北平城 ,朝

鲜劳动党中央就派金一前来请求中共帮助朝鲜

人民的革命事业 ,即是想要中共中央同意把中国

人民解放军编成的几个朝鲜族师转交给朝鲜方

面。对此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表示了赞同的态

度 ,并且说明 ,对这几个朝鲜师今后还可以继续

给予弹药方面的援助 ,要多少给多少。他并明确

讲 :目前北朝鲜虽然还不宜用武力统一朝鲜半

岛 ,如果美军撤出朝鲜半岛 ,日本人没有来 ,等到

有利时机 ,如 1950 年 ,他不反对朝鲜党解放整个

朝鲜半岛。因为那个时候 ,中国统一已经完成

了 ,即使美国特别是日本可能干涉 ,“因为有苏联

在旁边 ,有我们在东北。必要时 ,我们可以给你

们悄悄地派去中国士兵 ⋯⋯都是黑头发 ,谁也分

不清。”④

就在朝鲜党派来代表后不久 ,正在与法国殖

民主义者作战的越南党 ,也三番五次派人到中国

来 ,向中共中央请求帮助 ,包括要求提供三个师

的装备和人员训练。中共中央最初考虑到自身

当时财力、南方交通状况 ,及军事进展情况 ,没有

完全满足越南党的请求 ,还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

东得知后马上就表示了不同意见 ,主张即使现时

一次援助到位做不到 ,也要告诉对方 ,目前先给

一部 ,然后逐步增加 ,一定不要让越南党失望。

他不止一次地讲 :“我方党政军必须尽可能给越

盟人员及越南人民以使得和帮助 ,把他们看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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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9 年 1 月 19 日)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8 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44～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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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第 1435～1436 页 ;周恩来 :《新中国的外交》(1949

年 11 月 8 日) ,《周恩来外交文选》,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1～7 页。

参见刘少奇 :《清算党内的孟塞维主义思想》;王稼祥 :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解放日报》

1943 年 7 月 6 ,8 ,13 日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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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维辛斯基电》(1949 年 5 月 15 日) ;《柯瓦廖夫关于毛

泽东通报与金一会谈的情况致斯大林电》(1949 年 5

月 18 日) ,沈志华编 :《朝鲜战争 :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

件》(上册) ,台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3 年版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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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同志一样。越盟所需炸药、炮弹、子弹、粮食

等项 ,应尽力帮助。”①很快 ,中共中央就派出政

治和军事顾问团赴越帮助正在抗法战争中的越

南党开展军事斗争和建设根据地 ,并开始大量提

供军事援助和帮助训练越方人员。

1949 年 10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一个月后 ,世界工人理事

会亚洲委员会会议在北京举行 ,刘少奇代表中共

中央在会上“号召亚洲 —印度支那国家、缅甸、印

度、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等国的工人阶级公开进

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主张“在已经存在

人民解放军的国家要为巩固这些部队而奋斗 ,而

在没有建立这些军队的国家应当为建立这样的军

队而奋斗”。这样的号召 ,显然未考虑到外交问

题 ,并且不仅与会的亚洲各国工会领导人感到难

以接受 ,就连苏联工会代表团团长也倍感困惑②。

中国革命迅速胜利的强大历史惯性 ,以及革

命的意识形态的理想目标 ,这时明显地激励着中

共中央的革命斗志。还在当年 6 月底 7 月初刘

少奇访问苏联的时候 ,中苏两党就已经对欧亚革

命的领导责任做了明确的分工 ,中国党正式承担

起了指导亚洲各国革命斗争的政治使命。因此 ,

12 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 ,他除了向斯大林祝

寿和与苏方商谈中苏结盟等条约问题外 ,还代表

中共中央专门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帮

助和推动亚洲各国革命力量开展解放斗争的意

见书 ③。正在欧洲和中东与美国单打独斗的斯

大林 ,显然也受到了中国革命胜利和中共革命热

情的强烈感染。

就在一年前 ,即 1948 年 ,美、英、法和苏联围

绕着对德国占领区的控制权问题 ,刚刚发生了激

烈的对抗 ,史称柏林危机。柏林危机的爆发 ,使

苏联在欧洲的处境变得极其困难 ,苏联对东欧国

家的控制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 ,

中国革命如果能够扩展到亚洲各国 ,推动起更大

规模的革命风暴 ,就可以迫使美国不得不分散它

的注意力 ,减轻苏联在欧洲所受到的压力。而事

实上美国也确实感觉到了“丢掉”中国大陆的严

重后果 ,美国国会为此通过了新的亚洲政策纲

领 ,有意想要像在欧洲实施马歇尔计划、帮助欧

洲复兴一样 ,用经济手段帮助日本成为遏制共产

革命在亚洲扩张的战略基地 ④。鉴于这种情况 ,

斯大林放弃了战后一直在宣传的“两个体系长期

共处”的方针 ,不仅积极支持刘少奇在世界工人

理事会亚洲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号召 ,而且决心

乘中国革命胜利的东风 ,通过中共 ,推动亚洲的

革命运动 ,迫使美国分散其在欧洲的力量 ,陷入

两面作战的困境之中。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1950 年 1 月 6 日 ,莫斯

科突然改变了战后与日共中央商谈好的斗争策

略 ,通过欧洲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发表文

章 ,公开批评日本共产党所奉行的议会道路政

策 ,要求日共用武装斗争来与美国占领者进行斗

争 ⑤。这时正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也很快做出反

应 ,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响应莫斯科的主

张 ,劝告日共接受批评 ,坚决转入武装斗争的道

路 ⑥。

在日共以及印度共产党先后被推向武装斗

争的同时 ,斯大林也秘密批准了朝鲜劳动党武力

统一朝鲜半岛的行动方针。苏、朝双方经过几个

月的准备之后 ,金日成等受斯大林之命专程来到

北京 ,请求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认可与支持。尽

管中国此时正全力以赴为最后夺取台湾、完成统

一大业作着准备 ,但出于国际主义的信仰 ,中共

中央还是对朝鲜党的计划表示了支持。不仅如

此 ,从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打响后 ,中共中央就按

照当初承诺的那样 ,开始做出兵朝鲜、帮助朝鲜

党实现军事统一朝鲜半岛的作战准备。⑦ 最终 ,

当朝鲜人民军军事上严重失利时 ,在苏联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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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转见《毛泽东关于援越武器等可先给一部逐步增加等

问题给中央电》(1949 年 12 月 24 日) ;《关于应允许越

南军队必要时到我国境内躲避等问题的电报》(1950

年 1 月 6 日)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 ,中央文

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228、271 页。

参见《谢巴耶夫关于亚洲国家工会和妇女大会事宜与

刘少奇的会谈备忘录》(1949 年 12 月 26 日) ;刘少奇在

《在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 年 11 月 16

日)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 ,第 130～138 页。

1993 年 10 月 15 日笔者访问列多夫斯基的笔记。

乔治·F ·凯南 ,柴金如译 :《当前美国对外政策的现

实———危险的阴云》(1949 年 12 月) ,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第 105 页。

《关于日本的形势》,《争取持久和平 ,争取人民民主 !》

总第 61 期 ,1950 年 1 月 6 日。

《日本人民解放的道路》(社论) ,《人民日报》,1950 年 1

月 17 日 ,第 1 版。

中共中央 1950 年 7 月初就开始组建数十万人的东北

边防军 ,中共中央亦多次开始讨论朝鲜战争局势 ,相信

中国的因素加上去 ,才可能取得胜利。参见《建国以来

毛泽东文稿》,第 1 册 ,第 428 页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

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

版 ,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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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中国政府毅然派出志愿军 ,跨过鸭绿江 ,并动

员全国之力 ,进行了长达近三年之久的抗美援朝

战争。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在东北境外实行抗美

援朝战争外 ,中共中央这时其实还在中国南部边

界内外 ,使用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援助、训

练越南党的武装力量 ,进行了一场持续时间更长

的抗法援越的战争。中国革命的持续性效应 ,在

1950 年代最初的几年里 ,在中国的周边地区 ,得

到了十分明显的反映。

但是 ,运用革命的手段和通过武装斗争的形

式在亚洲拓展中国革命的影响 ,并没有取得理想

的成效。印共的武装斗争毫无效果可言 ,日共因

放弃议会道路 ,转向武装夺权 ,遭到取缔 ,很快陷

入分裂且社会影响力丧失殆尽。朝鲜党的军事

行动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干涉 ,虽加上

了中国的力量 ,亦只是保住了战前的版图 ,人力、

物力、财力损失惨重。各国武装斗争中只有越南

党的武装斗争因对手较弱而颇有起色 ,但美国已

经开始着手帮助法国 ,距离取得成功还难以预

期。中国在这一系列援外斗争过程中 ,虽然在朝

鲜取得了成功抗击强大美国的骄人战绩 ,但数十

万人的死伤 ,无数人力、物力、财力的损失 ,亦成

为百废待兴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的极为沉重

的负担。特别是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在

1952 年展开之后 ,继续保持南北两面的紧张战

争形势和庞大的军费开支 ,也极不现实。

幸亏在这个时候 ,即 1953 年 3 月 5 日 ,力主

在亚洲向美国示威的斯大林突然去世了。二战

结束后一直渴望看到一个和平建设时期到来的

多数苏联领导人 ,都明显地松了一口气。他们马

上中止了斯大林几年来一直在推动的进攻性政

策 ,并开始劝告中国、朝鲜和越南 ,以及其他亚洲

国家的革命党 ,停止武装斗争 ,尝试着与以美国

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平共处”。在这种情况

下 ,中共中央也权衡利弊 ,接受了苏共中央的建

议 ,与朝鲜党一道 ,在谈判桌上做出了让步 ,同美

国达成了朝鲜停战协议 ①。随后 ,中共中央进一

步接过莫斯科提出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 ②,周

恩来并将之具体化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

整 ,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利 ,和平共

处”的“五项原则”,用以宣示新中国新的对外政

策 ,及其全面谋求和平外交的诚意 ③。

中共中央能够如此容易地放弃阶级斗争的

思维模式 ,转而从纯粹外交和自身国家利益的角

度来考虑改善自身国际生存环境的问题吗 ? 其

实不能。除了苏联的影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

设需要的现实考量以外 ,在毛泽东看来 ,这一政

策转变的关键所在 ,仍是为了便于反美。即是要

通过这种策略来“达到联合多数 ,孤立少数 (就是

美国人)的目的”。对于需要实行新政策的理由 ,

他是这样解释的 ,即各国现在都要求缓和与和

平 ,只有美国要打仗 ,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出现了

严重的分歧 ,“英国一大帮、法国、东南亚各国、加

拿大、墨西哥 ,还有一些南美的国家 ,都是不喜欢

美国的”。我们这个时候打出和平的旗号 ,“可以

进一步分化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④。

不难看出 ,毛泽东依旧是从他所习惯的统战

思维的角度来解读中国的外交新政策的。不过 ,

由于这一新政策所追求的和平任务相当艰巨 ,在

国务总理和外交部长周恩来的努力下 ,新中国政

府所做的全方位的和平外交的尝试 ,也是相当深

入的。中国这时不仅积极参加了平息亚洲战争

的日内瓦会议 ,成功促成了全面停止印度支那战

争的日内瓦协议的签订 ,而且还采取了解散周边

国家华侨中共产党组织 ,和劝说华侨加入所在国

国籍的做法 ,这些都让一直以来极度恐惧“赤祸”

蔓延的东南亚和南亚不少国家的政府领导人 ,开

始对新中国刮目相看 ,也因此明显地改善了新中

国的国际生存空间。

但是 ,从革命的统战思维来解读推行和平外

交政策的原因 ,明显地说明毛泽东其实还只是从

策略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政策的实施。因此 ,其检

验这一灵活性成功与否 ,不仅要本着原则性 ,而

且不能不着眼于它的功利性。而这时中国方面

推行和平政策的一个最主要的功利性的目的 ,就

是想要通过联合欧亚大多数国家的办法 ,来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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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朝鲜停战谈判自 1951 年夏即已开始 ,由于中国方面坚

持要求无条件遣返全部自己的 2. 1 万名战俘 ,而美国

方面坚持必须尊重战俘的意愿 ,双方重新走上战场。

直至 1953 年斯大林去世 ,中朝方面才重回谈判桌 ,中

国方面做了让步 ,并最终接受了自愿遣返的原则。

毛泽东在 1954 年 7 月 7 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明确讲 :“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

平共处 ,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毛泽东文集》第 6

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334 页。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见《周恩来选

集》下 ,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第 118 页。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4 年 7

月 7 日) ,《毛泽东文集》第 6 册 ,第 3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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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削弱美国 ,迫使其在台湾等问题上与中国展

开对话。

从阶级斗争观点和中国革命成功经验出发 ,

毛泽东这时其实很难赞同全面停止武装斗争的

做法。这一方面是它不符合他关于“革命的中心

任务和最高形式”的大原则 ,即“是武装夺取政

权 ,是战争解决问题”①;一方面是它难免会给各

国革命党造成一种中国党不革命了的错觉 ,甚至

会让美国误以为中国在示弱。正是这样一种心

理促使毛泽东在中国刚刚开始全面推行和平共

处的外交政策不久 ,就做出炮击金门的激烈举

动。

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的直接原因是注意到

美国拒绝与中国讨论台湾问题 ②,却有与蒋介石

当局缔结共同防御条约、使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倾

向。故 7 月 21 日日内瓦协定正式签订 ,几乎同

时他就决定要炮击金门 ,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制造

紧张空气。他的理由很简单 ,朝鲜、越南均划界

停战了 ,如果这个时候不打一下 ,就可能使人误

以为大陆和台湾问题也可以照此办理。打 ,就是

要让世人明白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绝不能

与朝鲜、越南问题等量齐观 ③。但要让国际社会

明白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未必需要采取这样一

种激烈的武力的方式。要让美国不愿意和台湾

签订共同防御条约 ,武力威胁恰恰会适得其

反 ④。即使是从解决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海上

交通安全的现实利益出发 ,也未必需要在这个时

候 ,在中国的和平外交取得重大国际影响的时

候 ,用打炮威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事实上 ,后

来这一问题也是通过在浙江沿海真枪实弹地进

行登岛作战来解决的。

在积极推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几个月后 ,

特别是劝说越南放弃了武装斗争 ,成功签订了日

内瓦协议之后 ,中国突然炮轰金门的决定显然让

东南亚诸多国家领导人极感困惑。直到几个月

之后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已成既成事实 ,中国

也通过夺取浙江沿海岛屿的作战解决了东南沿

海的海路交通问题 ,周恩来才又代表中国政府再

度释放善意 ,并通过万隆会议安抚了一大批对新

中国重又惴惴不安的亚洲国家领导人。但不过

三年时间 ,1958 年毛泽东再度在援助中东革命

的宣传下炮击金门 ;1959 年中共中央因对苏美

缓和强烈反感与苏共中央领导人在北京发生激

烈争吵。

毛泽东为什么不满意“和平共处”的外交方

针 ? 一个根本的原因 ,还是因为他无法适应不讲

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和平外交方式及其外交思路。

1956 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大反斯大林 ,

并倡言“和平共处”、“和平过渡”与“和平竞赛”,

已经多少刺激了本来就对“和平共处”心存某种

疑虑的毛泽东。这是因为 ,从毛泽东久已习惯的

阶级斗争的思维逻辑出发 ,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

“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 ,主张两种根

本对立的社会制度和由阶级利益根本相反的统

治阶级所统治的国家“和平共处”,在他看来恐怕

也不符合列宁主义。虽然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后

的最初几年 ,毛泽东还没有马上就否定和平共处

的方针 ,但从他 1957 年批评赫鲁晓夫关于“和平

过渡”的提法的观点就不难看出 ,对和平共处的

怀疑当在不久之后了。他断言 :“苏共 20 次代表

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 ,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

得政权 ,这就是说 ,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

这个门一开 ,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⑤要学

“十月革命”,指的是要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道

路 ,这一观点是毛泽东毕生坚持、从不动摇的观

点之一 ⑥。其前提就是因为他相信阶级斗争 ,你

死我活 ,绝没有调和的余地。

很快让毛泽东转向否定和平共处政策的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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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1949～1956)》,世界知识出

版社 1996 年版 ,第 337 页。

中国大陆 1954 年 9 月 3 日开始炮击金门 ,随后出动空

军轰炸浙江沿海国民党军队控制的重要岛屿。美国随

即就此作出反应 ,12 月 2 日与台湾当局草签了共同防

御条约。条约规定 :美国有在台湾、澎湖及其经双方协

议规定的“其他领土”部署陆、海、空军的权利 ,台湾遭

到“武装攻击”时 ,“美国将采取行动”,对付“共同危

险”。该条约次年 1 月得到美国国会批准 ,3 月 5 日正

式生效。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 ,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第 322

页。

毛泽东 1954 年坚持不允许英国共产党提出的在英译

本中删除“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

权 ,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

则是普遍地对的 ,不论在中国在外国 ,一概都是对的”

这段话 ,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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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两件事 ,一是莫斯科完全不考虑中美关系的

现状 ,片面地追求美苏缓和。注意到苏联的这种

作法 ,毛泽东在 1958 年第二次炮击金门前有意

不通知与自己有着结盟关系的苏联政府 ,用他的

话来说 ,就是 :“他 (指赫鲁晓夫 ———引者)不是想

与美国改善关系吗 ? 很好 ,我们用自己的大炮对

他表示祝贺 ⋯⋯我们还要把美国人牵涉进来。

也许我们还能让美国人在福建扔一颗原子弹

⋯⋯到了那时 ,我们再看看赫鲁晓夫说些什么

吧。”①一是 1959 年中印发生边界冲突 ,莫斯科

为维护苏印关系 ,不惜采取了偏袒印度的外交姿

态 ,这让坚信中苏关系是建立在牢不可破的阶级

关系基础上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大为恼火。周恩

来等代表中共中央明确告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

科说 ,中国党无论如何也不理解 :同印度等国的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斗争 ,这原本应该是“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

可是 ,在社会主义阵营里 ,一个兄弟国家在边界

事件中受到了被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的欺侮 ,而

另一个兄弟国家却表示中立 ,这是为什么 ? 毛泽

东很快相信 ,这正是在国际问题上不讲阶级斗争

的严重后果。他明确讲 :赫鲁晓夫在国际问题上

不支持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 ,不支持被压

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为了缓和 ,美化帝

国主义 ,散布和平幻想 ,实际上无异于助长帝国

主义的侵略、战争政策。他断言 :我们也希望世

界和平 ,但是 ,我们是阶级斗争论者 ,不消灭帝国

主义 ,不彻底铲除资产阶级的统治 ,就不可能有

真正和持久的世界和平。因此 ,我们跟赫鲁晓夫

的看法不一样。“我们跟赫鲁晓夫的分歧 ,根本

问题是全世界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三分之二

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 ,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

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这是

两条路线分歧的根本问题。”②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从 1960 年代初开

始 ,新中国基本上否定了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与

政策 ,重又开始走上了支援周边 ,乃至世界人民

革命的道路。

五 　内政对外交的冲击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和民国北京政府的外交基本延续晚清外交

格局、南京政府的外交班底大部分源自前北京政

府不同 ,新中国在外交观念、体制、机构、人员等

所有方面全盘否定旧中国的一切 ,“另起炉灶”,

或搬苏联 ,或从穿西装、吃西餐学起 ,其根本原

因 ,就在于新政权自身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诉求与

旧政权全然不同。

当年新中国之所以选择向苏联“一边倒”,根

本上也是取决于两个内部原因 ,一是中共在意识

形态上与苏联是一致的 ,在世界分成两大敌对阵

营的情况下 ,新中国因为自身的政治倾向性 ,只

能选择倒向苏联一边 ;一是新中国建立伊始 ,经

济上一穷二白 ,十分落后 ,面对“国外的帝国主义

⋯⋯我们需要有朋友”。如同毛泽东所说 ,与苏

联结了盟 ,“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 ,

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并“使各资本主义国家

不敢妄动”。③

同样 ,新中国 1950 年出兵朝鲜 ,在某种程度

上也是自身经济、政治现实需要的一种反映。当

时中国唯一的重工业基地就在东北 ,如果朝鲜战

争失败 ,美国军队骑到鸭绿江上来 ,那么 ,本应成

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建设重点的东北地区 ,就成

了军事前线 ,且苏联援助中国的主要交通线也将

暴露在美军的眼皮底下 ,这将使新政权的巩固受

到极大的挑战。因此 ,虽然毛泽东主观上存在着

强烈的革命的意识形态情结 ,但他在说明出兵理

由时也不忘特别强调说明 :“我们不出兵 ,让敌人

压至鸭绿江边 ,国际国内反动气焰增高 ,则对各

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 ,整个东北边防

军将被吸住 ,南满电力将被控制。”④这说明 ,中

国自身的安全需求 ,也是出兵朝鲜的重要动机之

一。

甚至像 1958 年夏所发生的一系列对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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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转见叶书宗 :《中苏同盟破裂始末》,《世纪》2008 年第 3

期。

《周恩来和陈毅同契尔沃年科的谈话》,1960 年 1 月 26

日 ,27 ,30 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

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283～284、286 页 ;

《毛泽东在郑州的谈话》,1960 年 5 月 7 ,8 日 ,参见熊向

晖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 年

版 ,第 367～368、373 页 ;《毛泽东同胡志明在北戴河的

会谈记录》,1960 年 8 月 10 日 ,参见吴冷西 :《十年论

战》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346～347 页。

《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

(1950 年 4 月 11 日) ;《毛泽东关于周恩来去苏联参加

谈判问题给中央的电报》(1950 年 1 月 3 日) ,《建国以

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213、290～291 页。

转见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 ,第 44

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上的严重事件 ,也都与中国国内当时的特殊状况

密切相关。毛泽东当时一方面因苏方提议建设

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问题大发脾气 ,炮击金

门行动不向苏联通报消息 ;一方面为援助“中东

革命”制造第二次台海危机 ,主动出击牵制美国 ,

这些行动背后都与毛泽东当时受“大跃进”运动

成绩鼓舞 ,误估中国国力发展前景的亢奋心态有

关 ①。

由此可知 ,新中国的对外政策 ,无论其进退

左右 ,绝不都是被动应对外部事件的结果 ,它多

半都离不开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制度特性及其

政策策略的变化起伏。正因如此 ,新中国接连不

断的政治运动和毛泽东“反修防修”的种种决策 ,

自不能不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新中国的对外政策

与实践。这一点在 1960 年代表现得尤其明显。

1960 年代初 ,随着“大跃进”、庐山会议、大

饥荒和“七千人大会”在党内引发的一系列政治

斗争和总结经验教训的尝试 ,中共中央联络部部

长王稼祥等开始深刻反思自 1958 年以来变得越

来越激进的对外政策。1962 年春 ,他接连上书

和撰文 ,提出对外政策应以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

为目的 ,对美、苏及有争议各国均应采取缓和策

略 ,对所谓别国革命和建设问题 ,必须坚持“实事

求是 ,量力而行”的原则。对此 ,正在考虑国内阶

级斗争动向的毛泽东很快就做出了反应。他在

八九月间接连召开的北戴河工作会议和中共八

届十中全会上 ,开始明确提出要强化国内阶级斗

争问题 ,并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和“马列主义

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挂起勾来 ②。紧接着发

生的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有争议地区的挑衅 ,又

使毛泽东更加自信其斗争哲学的必要与意义。

结果 ,仅仅一年左右的时间 ,王稼祥等人的主张

就被毛泽东概括成了“向资产阶级投降”的“三和

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毛则针锋相对地提出

要“三斗一多”,也就是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

国反动派不仅不能像王稼祥等人所主张的那样 ,

要缓和 ,而是更加坚决地斗争 ;对亚非拉各国人

民的革命斗争的援助 ,不仅不能像王稼祥等人所

主张的那样尽量减少 ,而且还要大大增加 ③。理

由很简单 ,这是阶级斗争的需要使然。国内阶级

斗争愈演愈烈 ,原因就在于国内和国际间阶级斗

争日益尖锐。国际间阶级斗争的问题不解决 ,中

国国内资本主义复辟和修正主义上台的危险性

也就永远得不到克服。如此一来 ,不仅中国国内

政治斗争自此日趋“左”转 ,而且新中国的对外政

策也全面转向反对“帝、修、反”和援助世界各国

人民革命斗争的轨道。除了外交上开始到处树

敌 ,或以反美、反苏为前提 ,支持一国 ,反对一国

以外 ,在国内广大农民还勒紧腰带的困难情况

下 ,中国政府硬是每年都把自己财政支出的 6 %

以上拿出来援助各国革命组织开展武装斗争。

其中 ,仅中国向越南提供的援助就高达 200 亿美

元 ,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的援助也达到 100 多亿人

民币 ,相当于使阿每人获得一吨粮食、半吨钢、

4000 元人民币 ④。

更有甚者 ,受到国内阶级斗争越来越“左”的

政策影响 ,中国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输出革命。不

仅众多领导人开始倡言中国正在成为世界革命

的中心 ,再度公开主张把中国革命的经验推广到

全世界 ,而且根据“政治挂帅”的要求 ,这个时候

所有驻外使馆都改行党委领导下的大使负责制 ,

党委书记基本上都是国内派任、有着很强政治原

则性和斗争性的非业务干部。结果 ,很多中国驻

外使领馆被卷入甚至主动参与到驻在国当地的

所谓“革命”斗争之中去了 ⑤。1960 年代中期对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施以物力、财力及军火的援

助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中国公开支持和

援助印尼共产党 ,印尼共在国内与军方矛盾冲突

越来越尖锐 ,终于在 1965 年造成“九三 ○事件”,

意图消灭军方领导层的政变被军方压制 ,亲华的

苏加诺总统被赶下台 ,印尼共被取缔 ,同时反华

运动在其全国广泛兴起 ,直接导致了华人生命财

产的严重损失和中国与印尼迅速转变为敌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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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毛泽东在 1958 年夏已经开始断言中国走到苏联前面

去了 ,并且准备再干七年赶超美国。参见《对北戴河会

议工业类文件的意见》(1958 年 9 月 2 日) ,《建国以来

毛泽东文稿》第 7 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367～368 页 ,等。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1 年 9 月 24

日。

参见徐则浩 :《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 年版 ,

第 567 页 ;马继增 :《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

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137 页 ,等。

转见张清敏 :《中国外交的“变”与“不变”》,《世界知识》

2004 年第 4 期 ; ;马继森 :《外交部文革纪实》,第 315～

317 页。

刘若南 :《中国外交转向“以人为本”》,《凤凰周刊》,ht2
tp :/ / www. phoenixtv. com. cn/ home/ phoenixweekly/

149/ 36page. ht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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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并使得中国在亚洲的政治形象严重受损 ①。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外交的冲击 ,就更是显

而易见了。因为学国内反修防修、扫除封建残

余 ,驻外使领馆人员及家属西装、旗袍不许穿了 ,

陈设的字画工艺品统统被当成“四旧”破除了。

就连外交部长陈毅也都不得不跟着潮流开始大

谈世界革命的使命问题了。他宣称 :“中国革命

胜利了 ,还要世界革命胜利 ,还有成千上万阶级

弟兄受苦受难 ,我们还有国际主义的义务 ,还要

把我们的力量百倍地加强”,我们不要“过那种和

平共处 ⋯⋯死水一潭 (的生活) ”。根据新华社短

评关于要用毛泽东思想“唤起世界广大劳动群

众 ,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 ,向旧世界发

动声势凌厉的总攻击 ,争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

彻底胜利”的号召 ,陈毅也明确要求驻外使领馆

人员要“扩大主席思想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 ,

推动世界革命”。② 强行宣传毛泽东思想 ,到处

发送“红宝书”,在国外每逢正式场合便念“毛主

席语录”,直至拦截国际列车宣传反苏 ,其结果 ,

是引起了几乎所有驻在国政府的抗议和交涉 ,造

成与一系列国家相互驱赶外交、新闻、技术人员

和留学生 ,甚至引发了许多流血事件和排华事

件。

1966 年时任中国驻尼泊尔大使的杨公素 ,

晚年就曾回忆过当时中国驻外使馆受到国内运

动冲击的混乱情况。他写道 :

　　我驻巴基斯坦大使馆首先闹起“四大”,由该馆

的武官作后盾 ,伙同一些下级外交官和事务工勤人

员组成战斗队 ,贴大字报、“破四旧”、攻击大使章文

晋。

他们使馆一闹波及其他使馆 ,我们驻尼使馆也

要闹革命 ,“搞四大”,先从“破四旧”开始。“破四

旧”不只是破掉馆内现有的古玩、文物、字画 ,说通

通是旧封建的东西一律要砸毁 ,还要对外交方面一

些作法也要破 ,说尼泊尔国家贵族都是封建主义 ,

要不理他们 ,使馆要同尼泊尔平民百姓交往。③

这时闹得最有声有色的是中国驻印尼代办

姚登山 ,他先是在中国驻印尼使馆闹“文革”,后

扩大到印尼华侨社会中去 ,造成中国驻印尼使馆

受到印尼人的围攻和中国与印尼断交。姚因在

这一过程中挨了打 ,反而成了“红色外交战士”,

上了天安门 ,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和鼓励。这自

然使得中国的对外政策更加激进。据杨公素回

忆 :

　　在 1967 年初 ,中国因“文化大革命”,喊出了打

倒各国反动派的口号 ,把印度也算在各国反动派之

列 ,国内造反派要打倒印度反动派 ,围攻印度驻华

使馆 ,引起了印度的反响 ,于是印度出现了反华热

潮 ,也围攻中国大使馆 ,打了大使馆人员。⋯⋯在

我们接待驻印使馆回国的二三十人时 ,我大使馆和

援尼人员近百名拥至机场 ,要举行盛大的欢迎红色

外交战士的仪式 ,要大闹印度驻尼使馆 ,要贴大字

报和开反印大会 ⋯⋯最后在我的说服下 ,以我同意

在他们欢迎时允许喊口号为条件 ,他们就不再开大

会了。当飞机着陆时 ,我驻印人员下机时 ,由我去

接他们 ,我驻尼人员列队高呼欢迎口号。原来说好

不喊反印口号 ,但当时禁止不住 ,一时间反对印度

反动派的口号声大起 ,我也无法禁止。这就造成了

极不好的影响 ,尼泊尔机场官员极为不满 ,印度大

使馆马上向尼泊尔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我被召到尼

泊尔外交部 ,由其外交大臣比斯塔向我提出不满和

遗憾。④

在此期间发生的最为严重的外交事件 ,不能

不提到 1967 年 8 月 21 日红卫兵火烧英国驻中

国代办处。事情是由香港罢工引起的。香港左

派人士用大陆“文革”的方式 ,手持《毛泽东语录》

上街声援罢工工人 ,中国银行也参加到声援活动

之中。因左派游行受到香港当局防暴警察的冲

击 ,许多人被打伤 ,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所属港澳

组与外交部领导层生怕犯反帝不坚决的错误 ,马

上决定发照会抗议 ,同时在北京组织上百万人到

英国代办处门前游行示威。中共香港工委也不

能落后 ,马上动员和组织左派工会工人和在港中

资机构人员上街 ,参加抗议斗争。《人民日报》更

是不甘示弱 ,很快发表社论 ,不仅严词威胁 ,而且

暗示收回香港 ⑤。广东地方军政部门也不能不

马上行动起来 ,组织了一次有民兵和边防部队参

加的军事行动 ,冲击港英边界 ,以显示不惜武力

解决香港问题的坚强决心。所有这些举动 ,加上

外交部向港英当局发出最后通牒 ,最终极大地刺

激了北京各单位红卫兵组织的反帝斗志。终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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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杨公素 :《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海南

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286～289 页。

马继森 :《外交部文革纪实》,第 12、74、134 页。

杨公素 :《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第

294～295 页。

杨公素 :《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第

292～293 页。

其中呼吁 :“港九爱国同胞们⋯⋯随时准备响应伟大祖

国的号召 ,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 !”《坚决反击英

帝国主义的挑衅》(社论) ,《人民日报》,1967 年 6 月 3

日 ,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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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8 月 21 日黄昏 ,外交部最后通牒规定的时限

一到 ,红卫兵冲破士兵组成的人墙 ,拥入代办处 ,

砸毁了室内所有东西 ,并放火烧了房屋①。长期

以来 ,这种建立在阶级斗争思维基础上的 ,以

“敢”字当头、“斗”字为先的革命外交的破坏力 ,

至此达到了极点。新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 ,也因

之孤立到了极点。这种情况 ,直到 1969 年珍宝

岛事件爆发 ,毛泽东被迫通过调整对美政策来牵

制苏联 ,才逐渐发生了某些改变。②

六 　结 　　语

综上所述 ,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不仅对新中

国国内政治生活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同时也

不可避免地冲击和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新中国

整个对外政策及其外交工作。所谓革命外交 ,其

实就是这种阶级斗争观念的产物。其最简单的

逻辑 ,就是按阶级关系来将世界一分为二 ,即一

方面是代表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与民族的社

会主义国家或人民民主国家 ;另一方面就是代表

资产阶级和封建反动势力的资本主义国家 ,尤其

是帝国主义国家 ,非此即彼。而依据统战思维 ,

即发展进步势力 ,争取中间势力 ,孤立和打击反

动顽固势力的逻辑来划分 ,则可以按照毛泽东在

中共七大所做结论和他在与美国记者安娜 ·路

易斯 ·斯特朗的谈话中的说法 ,即将世界分成三

类矛盾 ,即第一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统治者与本国

无产阶级及其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 ;第二是帝国

主义国家之间或帝国主义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

之间的矛盾 ;第三是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

国家之间的矛盾。按照这类矛盾的分法 ,则可以

发展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革命力量 ,争取

和中立与主要帝国主义矛盾冲突的各种中间力

量 ,在全世界组成统一战线 ,着重孤立和打击对

自己威胁最大的最反动的帝国主义力量。③

很显然 ,新中国的革命外交 ,多半就是按照

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建构和实践的。走到极端时 ,

就是简单的二分法决定一切 ,整个 1960 年代可

谓走到了极点。比较策略时 ,则注意到统战需要

和争取中间力量 ,提出所谓中间地带说 ,包括将

世界一分为三 ,提出三个世界的观点 ,力图成为

第三世界的代言人。1970 年代前半期 ,亦即毛

泽东在世的最后几年 ,中国的对外政策即呈现出

这样一种高度重视对弱小和落后国家进行统战

的新的态势。

不可否认 ,新中国对弱小的和落后国家的统

战工作及其同情态度 ,在一定时期和相当程度上

为自己赢得过国际声誉 ,帮助新中国实现了进入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目标。但是 ,基于阶级斗争

理念的革命外交思想 ,因为无法摆脱从阶级关系

的角度看问题的思维定式 ,往往相信世界上真正

站在自己一边的只能是有着相同阶级基础的共

产党国家和被压迫的各国人民及被压迫民族 ;相

信在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与人民革命力量之间 ,必

须要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人民革命 ;相信新中国就

阶级本质上与各国反动派始终是敌人。结果 ,当

国际政治格局出现重要转折或中国面临严峻的

外交形势时 ,它的外交抉择往往会剑走偏锋 ,直

至使自己陷于严重孤立的局面 ,严重损害到自身

的民族国家利益。

回溯新中国建立之初基于意识形态立场的

外交抉择 ,1950 年代中后期因不满和平共处而

进行的外交转向 ,1960 年代初期以反修为主旨

创立世界革命中心 ,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打

倒国际帝、修、反”的旗号下全面输出革命的种种

情况 ,我们理当对这种革命外交的思想和实践 ,

有相当深刻的反省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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